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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离不开产业与城市协调发展，因此在评估地方经济技术开发区升格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对城市创新的影响作用时，应当考虑产城融合的情况。基于此，将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升格为国家级开发区作为准自然实验，依据2018年版《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从产城融合视角出发，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2009－2019年我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升格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并通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等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验证。结果表明：开发区升格有效促进其所在城市的创新水平提高；产城融合是开发区升格所在城市创新增长的重要原因，主要通过促进服务共享、要素畅通和协同创新等发挥作用；受地理区位、发展水平影响，开发区升格带来的城市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促进效应有所差异；此外，开发区升格政策还具有线性叠加效应，随着升格次数的增加对城市创新的推动作用增强。因此，各地方政府应结合本地区发展实际加快推进开发区升格工作，加快产城融合和产城互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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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grading of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Zones, Industry-City Integration and the Level of Urban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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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根据修缮完毕的中文摘要修改英文摘要，一一对应翻译】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policy of development zones has played an indispensable and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its role in promoting city innovation has been unanimously recognized by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owever, it is unclear whether the problem of industry-city separation exis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development zones has been improved with development, and whether the degree of industry-city integration affects the role of development zones on urban innovation. Based on these questions, this paper use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of upgrading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zones from provincial to national level during the period 2009-2019, and verifies the mechanism of the effect of upgrading development zones on urban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ty-industry integration using a double difference method.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upgrading of development zones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innovation in the cities in which they are located and passes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The city-industry integration is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increase in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innovation in the cities in which the zones are upgraded, mainly through the promotion of service sharing, factor flow and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Further, depending on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development level, the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effects of upgrading of development zones vary, with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innovation level of cities in central, western and northeastern regions, except in the east, and a significant incentive effect on innovation-following cities. The policy of upgrading development zones also has a linear "superposition effect", with the number of upgrades increasing to boost the level of urban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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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作为引言（或绪论）的内容应言简意赅且通常不分段落，但此处作者是对研究基础、相关理论分析等作较为充分的论述，应独立成章】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开发区”）为我国经济发展作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据商务部数据，2021年我国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生产总值（GDP）达13.7万亿元，占同期我国GDP的11.9%，增幅高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7.3个百分点[1]。开发区研发经费支出高，具有较强的区域协调和带动能力，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环。2014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2016、2019年也针对开发区的创新驱动发展问题出台了相关政策和文件，突出强调了开发区创新发展的重要性。
学者对开发区与城市创新的关系开展了较多研究，大多认为开发区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于产业集聚，如Greenstone等[2]、Guastella等[3]的研究。具体来说，开发区的设立会提高区域对企业的吸引力，企业数量增加并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形成企业和劳动力集聚，促进区域创新水平的提升[4]。De Beule等[5]、李贲等[6]认为，在企业集聚和人才聚集下，要素流动和知识传播加快，企业更容易获取外部资源，实现外部经济和成本降低，有利于开展创新活动。此外，Fontana等[7]、李政等[8]的研究认为,开发区对城市创新的积极作用体现在政府相关政策作用、城市扩大投资规模以及高校对产业项目参与度提高等；同时，开发区“以升促建”政策能显著提升所在城市的创新水平[9]。然而，李凯等[10]、吴一平等[11]、李婉红等[12]学者指出，开发区政策可能因为激励错配助长创新惰性，对知识基础形成负向效应，产业集聚造成的拥挤更是降低了企业的创新意愿。
在开发区建设方面，有学者认为我国开发区建设存在短视和激进发展形成的空城现象[13]。由于“政治锦标赛”，部分地方官员有扩张建设的政治激励倾向，一些地方开发区未得到合理规划便着急上马新项目，城市与开发区的发展布局不合理，导致城市的消费和服务市场无法有效覆盖到开发区，开发区产业发展缺少城市功能的依托，二者发展相对分离，未能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进而制约了整个城市的创新；同时，由于缺少发展优势和特色，许多企业进入开发区是为了逐利而非专注创新发展，导致发展动力不可持续[14]。此外，很多开发区更新滞后，存在设施老旧、现代化公共基础设施缺失、城市功能不完善的问题，难以满足新发展阶段的需要[15]。当城市活力无法充分激活，产业发展缺少服务和要素的保障，城市将易陷入产业制约和人才流失的恶性循环，抑制了产城互促和创新活力，造成创新链条中供需不平衡、成果转化受阻和链条中断，严重危害到城市创新。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学界对产业集聚、政府政策在开发区和城市创新中发挥的作用研究较多，较少考虑产城融合的重要性，对城市功能以及社会网络关系在城市创新中的作用关注不足。结合当前的发展实际，笔者认为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离不开产业与城市协调发展，在评估开发区升格对城市创新作用时应当考虑产城融合的情况。李文彬等[16]、张建清[17]等认为，产城融合倡导产业发展与城市功能协调发展，形成相互促进的良好互动机制，强调城市化与产业化要有相应的匹配度。其内涵是城市发展要以产业为基础，产业发展要以城市功能和服务为载体[18]。
2009年，我国按照各区域国家级开发区数量相对平衡的原则，开展将省级开发区升格为国家级开发区（以下简称“开发区升格”）的工作，以更好应对金融危机的外生冲击。本研究将开发区升格视为外生事件，考察其对所在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
2  开发区升格的作用机制及研究假说
开发区升格后，会通过由地方政府提供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提高行政效率等方式提高企业获取外部资源的便利性，从而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使更多资源要素能够投入到企业创新活动中。此外，开发区升格能吸引更多创新要素和企业聚集到城市，促进要素流动和发挥聚集正外部性，优化城市创新空间[19]。在空间关联性的影响下，开发区升格还会在合适的条件下多渠道刺激开发区内经济主体的创新活力，通过城市更新建设、优化城市服务，为创新环境培植沃土，吸引投资进入；借助开发区升格使城市影响力提升的契机吸引更多要素流入；在信息化数字化建设的基础上畅通要素流通水平，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满足创新活动需要。开发区升格还起到平台升级的作用，能够强化其中介联结和平台支持功能，有利于组织交流培训、技术合作等项目开展，促进优势互补的创新主体进行协同合作，更好更快地推进创新成果产出。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开发区升格会促进其所在城市创新水平提高。
开发区升格能增强产业发展对城市建设过程的影响。为了更好地实现产业发展带动城市发展的目标，城市在有关建设规划升格后，会更加重视产业和城市的融合发展以及二者间的协调关系，通过促进产城融合，城市功能不仅能够为产业创新驱动发展服务，而且有利于提高城市发展潜力，使创新要素不断汇入，进而实现城市创新水平的提高。产城融合倡导产业发展与城市功能的协调和相互促进，结合其内涵，本研究认为开发区升格会提升产城融合程度，通过提高城市功能和服务水平、要素流通效率以及强化协同合作渠道，使产业升级得到城市支持和依托，进而为城市创新活动厚植沃土。开发区升格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影响城市创新：
[bookmark: _Hlk117944644]第一，开发区升格通过优化交通网络和数字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下简称“新基建”）更好地实现产城互联互通，缩短知识溢出的时空距离。由于地级市政府拥有一定的自主决策和行动空间，在“政绩锦标赛”影响下，开发区升格会转化为对地方政府领导班子的激励，刺激其发起建设热潮、有目标地规划引导以达到上级考评要求、实现政治目标以及显示出与周围同级【指代不明】的优势[20]。首先，开发区升格会带动所在城市内部的交通空间规划，拉近产业园区和城市生活区的物理距离，提高城市内部的通达性，降低通勤成本和货物运输成本，提升产城融合程度，推进产业园区向产业社区转变，加速知识流动。其次，开发区升格会带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新基建，提高域内先进信息服务的应用和扩散能力，有助于加速产城融合，畅通城市功能对产业发展的支持渠道；同时通过提高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程度，催生更多新技术应用场景，激发对产业的创新需求，推动城市创新。此外其网络价值效应还会吸引域外企业和人才流入，助推生产率和创新动能提高。
第二，开发区升格带来的城市功能完善能促进产城融合，表现为要素吸引和配置能力的提高，促进创新要素集聚。这不仅有利于城市缓解人才流出的压力，而且可以加强对高水平人才和高科技行业的拉动作用，实现人口和产业的持续集聚。作为城市和产业发展的基础，要素流动方向和集聚会改变地区要素结构，对产业结构及布局产生影响。随着数字化城市的建设，信息流动和要素配置加快，有利于缓解要素市场分割，使市场更加健全，带动要素效率和经济效益提高，形成辐射效应并促使企业集群和产业集聚。创新要素在网络间频繁流动，往往伴随着主动的知识传递和新知识及技能的主观能动创造；专利买卖、劳动力流动和技术合作研发等交流合作密度提高，又进一步刺激人才流入，也给开发区升格带来更大的创新产品消费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同时，开发区升格和更高标准的考核要求会产生选择效应，能够筛选出更具竞争力的企业和人才，并激励他们以创新的方式实现进一步发展。
第三，开发区升格可以强化其中介联结和平台支持作用，有利于组织交流培训、技术合作等项目，将创新主体汇集到区域创新网络当中，并发挥产学研结合、创业孵化等功能，形成创新示范效应。产城融合度的提高增加了社会网络互动节点，有利于增强信任，加速科技成果信息交流，促进技术转移和创新成果转化，发挥协同创新优势。开发区升格为企业和城市高校间提供了更大的互动网络空间，促进了产城互动，增加双方的选择性以及技术合作的适配性，有助于将研究渗透到城市经济与生活中，有利于产业链和创新链的融合以及创新成果的转化和产出[21]。企业与高校间在相互交流学习中不断积累技术知识，并随着合作的不断深入，形成越来越多的创新成果，发挥出协同效应，在知识溢出的作用下又进一步提高区域创新效能，使得知识的传递范围更广和应用效率提升，进而提高城市创新水平。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开发区升格会通过优化基础设施共享、要素畅通和协同创新水平提高产城融合程度，进而提高城市创新水平。
3  研究设计及数据
3.1 模型构建
依据2018年修订的《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以下简称《2018目录》），对我国获得升级的省级开发区情况进行整理统计，考察2009－2019年我国开发区升格与城市创新水平之间的影响。由于开发区升格工作的持续时间较长，是逐年分批次进行的，并非都在同一年，因此在基准回归中采用多期双重差分（DID）模型，以处理政策分期实施的情况。回归模型选取的解释变量为开发区是否获得升格，被解释变量为城市专利授权数量，并对被解释变量专利授权数量采用加1再取对数处理。【下文已述，此处赘述】
为验证假设1，构建如下基准模型：
    （1）
式（1）中：Innovationit是开发区所在地级市i在第t年的创新产出，反映城市整体创新水平；解释变量upgrade表示城市中开发区升格哑变量，将有升格的城市赋值为1，否则为0；Post设定为政策实施【什么政策指代不明】哑变量，即在实施升格后设置为1，其余为0【式（1）中没有Post】；β反映开发区升格对城市创新的影响；Xit是影响i城市第t年创新产出的一系列控制变量的集合；表示【什么？】；τj表示地区固定效应；为年份固定效应；εit设定为随机扰动项。
3.2  变量设定及数据说明
（1）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为是否有开发区升格的虚拟变量。由于最早获得开发区升格是发生在2009年，对比2006年《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和《2018目录》进行判别，若某个城市首个国家级开发区的设立时间在2009年当年及以后，则赋值为1，其余为0。
[bookmark: _Hlk116462613]（2）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为城市创新水平，划分为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其中，创新数量利用当前和滞后1期全部专利授权数量加1并取对数来测量，创新质量利用发明专利授权数量加1并取对数衡量来测量；专利数据来源于incoPat专利数据库，将地级市名称作为申请人地址的关键词进行检索，收集各年份的专利授权数量。因为专利申请数量往往会多于授权数量，分析授权数量能更好地反映当地的创新成果和水平，并已在学术研究中得到广泛使用。
[bookmark: _Hlk106465674]（3）控制变量。参考相关研究，选择地区经济水平、对外开放度、创业活跃度、地区科研投入强度、人力资本、金融发展规模以及产业结构作为控制变量。相关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4）机制变量。依据假设2，开发区升格主要通过服务共享、要素共享及协同创新等产城融合路径影响城市创新。对于服务共享，利用城市轨道交通、城市数字化水平、生产性服务业以及金融业发展水平进行衡量。其中，城市数字化水平指标构建借鉴赵涛等[22]的做法，利用综合城市互联网发展水平和数字普惠金融情况测度城市数字化水平。对于要素流通水平【要素共享？】，要素集聚和要素市场规模扩大和体制机制的完善对企业和高素质人才会产生更强的吸引力，并体现为城市层面新设企业数、新设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以及高素质人才流入的增加。其中，高素质人才流入参考王岳龙等[23]的测度方法，利用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估算得到各城市当年的新增高素质人才流入数。对于协同创新，利用技术合作和校企联系两项指标进行表征。其中。技术合作利用各地区当年高校技术转让数量乘以本地财政支出中省级科技支出占比进行衡量；校企联系参考王岳龙等[23]的做法，利用高校科技费用中的企事业单位委托经费反映校企协联系强度。
有关变量的说明和描述性统计结果分别如表1、表2所示。
表1 主要变量设定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数据来源

	被解释变量
	城市创新
	ln (专利授权数+1)
	incoPat专利数据库

	解释变量
	开发区升格
	是否有升格开发区
	《2018目录》

	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
	ln（人均GDP）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对外开放度
	ln (外商实际投资/GDP)
	

	
	创业活跃度
	城镇个体劳动者人口/城市年末总人口
	

	
	科技投入
	地方财政科学事业费支出/地方财政预算支出
	

	
	人力资本
	ln (每万人普通高等学校的在校生人数)
	

	
	金融发展
	ln（年末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GDP）
	

	
	产业结构
	第二、三产业占比
	

	机制变量
	轨道交通
	ln (轨道交通里程+1)
	轨道交通分析报告

	
	数字化水平
	ln (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新设高新企业
	ln（新设高新企业数+1）
	企查查数据平台

	
	高素质人才
	ln（高素质人才流入+1）
	流动人口动态监测

	
	技术合作
	ln（技术合作+1）
	《中国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

	
	校企联系
	ln（校企联系+1）
	《中国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符号
	样本量/个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城市创新数量
	Innovation1
	3 091
	7.141
	1.617
	2.485
	11.854

	城市创新质量
	Innovation2
	3 091
	4.531
	2.141
	0
	10.732

	开发区升格
	upgrade
	3 113
	0.319
	0.466
	0
	1.000

	经济发展
	pgdp
	3 113
	10.590
	0.634
	4.605
	13.056

	对外开放度
	opening
	3 113
	2.795
	1.218
	＜0.001
	12.740

	创业活跃度
	marketing
	3 113
	3.112
	0.401
	1.928
	5.366

	科技投入
	t_input
	3 113
	0.138
	0.143
	0.001
	1.462

	人力资本
	l_capital
	3 113
	0.025
	0.061
	＜0.001 
	0.652

	金融发展
	finance
	3 113
	4.636
	1.087
	0.465
	7.277

	产业结构
	indstr
	3 113
	87.285
	7.890
	53.000
	100.000

	轨道交通
	rail
	3 322
	0.327
	1.196
	＜0.001
	7.667

	数字经济
	deco
	2 490
	10.914
	0.950
	7.814
	14.939

	新设高新企业
	new_tc
	2 717
	2.955
	1.427
	0.693
	8.149

	高素质人才
	talent
	2 157
	9.449
	2.747
	0
	15.237

	技术合作
	t_co
	2 769
	2.071
	1.595
	0
	7.629

	校企联系
	se_contact
	2 815
	9.079
	3.686
	3.686
	15.970


4  实证结果
4.1  基础回归分析
结合开发区升格多时点的特点，基础回归采用多期DID模型，并固定地区和时间两个维度以使结果更稳健可靠。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开发区升格对城市创新数量的估计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初步表明开发区升格对城市创新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城市层面控制变量的回归估计系数结果仍通过1%水平的统计检验，并且拟合优度也随着控制变量数量的增加而变大【表中可以看到这一现象？】，验证了假说1。
考虑到专利授权具有一定的时滞，采用同期数据不一定能够反映真实情况，因此对模型进行修正，采用滞后1期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仍保持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由于专利类型的申请难易不同，以及专利数量在对企业参与相关评审及申报有关项目上具有重要的参考比重，由此可能会导致部分企业更看重对专利广度而非专利深度的追求，对实际的创新评价产生影响，为此，用城市获得的发明专利数表征城市创新质量，由此科学体现开发区升格对城市创新质量的影响。如表3所示，在加入控制变量前后，开发区升格的系数均正向显著，尽管在滞后1期后系数略有变小，但依然正向显著，说明开发区升格对于城市创新质量同样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表3  变量的基准回归结果
	[bookmark: _Hlk116465574]变量
	Innovation1
	Innovation2

	
	当期
	滞后1期
	当期
	滞后1期

	
	只考虑开发区升格
	加入城市层面控制变量
	只考虑开发区升格
	加入城市层面控制变量
	只考虑开发区升格
	加入城市层面控制变量
	只考虑开发区升格
	加入城市层面控制变量

	[bookmark: _Hlk90645750]upgrade
	0.519***
	0.250***
	0.497***
	0.232***
	0.618***
	0.253***
	0.609***
	0.252***

	
	（11.56）
	（7.73）
	（10.51）
	（6.86）
	（11.14）
	（6.72）
	（10.44）
	（6.39）

	pgdp
	
	0.483***
	
	0.488***
	
	0.556***
	
	0.561***

	
	
	（12.23）
	
	（12.35）
	
	（12.07）
	
	（12.18）

	opening
	
	0.045**
	
	0.046**
	
	0.055**
	
	0.055**

	
	
	（3.02）
	
	（3.10）
	
	（3.15）
	
	（3.17）

	finance
	
	1.051***
	
	1.049***
	
	1.170***
	
	1.171***

	
	
	（18.73）
	
	（18.65）
	
	（17.91）
	
	（17.89）

	marketing
	
	0.703***
	
	0.679***
	
	0.885***
	
	0.865***

	
	
	（5.57）
	
	（5.38）
	
	（6.02）
	
	（5.88）

	t_input
	
	2.625***
	
	2.632***
	
	3.349***
	
	3.354***

	
	
	（4.27）
	
	（4.27）
	
	（4.67）
	
	（4.68）

	l_input
	
	0.261***
	
	0.263***
	
	0.432***
	
	0.434***

	
	
	（10.32）
	
	（13.60）
	
	（19.16）
	
	（19.22）

	indstr
	
	0.852***
	
	0.854***
	
	0.860***
	
	0.862***

	
	
	（10.32）
	
	（10.32）
	
	（8.92）
	
	（8.94）

	_cons
	6.974***
	−6.510***
	6.999***
	−6.470***
	4.271***
	−11.150***
	4.358***
	−11.202***

	
	（295.30）
	（−12.55）
	（302.99）
	（−12.64）
	（134.68）
	（−18.42）
	（152.80）
	（−18.50）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个
	3 091
	3 091
	3 091
	3 091
	3 091
	3 091
	3 091
	3 091

	F值
	133.72
	293.97
	110.41
	431.81
	195.30
	532.48
	173.49
	531.18

	R2
	0.586
	0.667
	0.583
	0.797
	0.556
	0.843
	0.553
	0.843


注：1）***、**、*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下显著；2）括号内的值为t值。下同。
4.2  DID有效性检验和多种稳健性检验
4.2.1平行趋势检验
使用双重差分法的前提是开发区升格前各城市的创新水平变化趋势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借鉴Wang[24]的做法进行平行趋势假定进行检验，模型如下：
             （2）
式（2）中：k代表【什么】；n代表【什么】。
在样本期中，研究窗口期为开发区升格以前的6年到升格后10年。由于涉及年份跨度大，对开发区升格政策（以下简称“政策”）实施前后的时点做截尾处理，将检验窗口设置在政策实施前3年及实施后7年，并把政策冲击前1年作为基准期进行政策效果比较。当（t−k）的值与n相等时，upgrade取值为1，则其下标的数字反映的是该年份开发区获得升级的第n年；其余情况取值为零。 
图1反映了时间趋势模型中各个时间虚拟变量系数在95%置信区间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在开发区升格前各系数的置信区间都涵盖了0，说明政策实施前对照组和处理组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差异；开发区升格后置信区间均分布在0值以上，说明开发区升格政策对于处理组城市的创新水平带来了积极影响。
[image: 杨亚平图1]
图1  政策实施前后样本开发区升格的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4.2.2安慰剂检验
为了避免将影响城市创新水平的其他因素误判为开发区升格的作用，利用安慰剂检验予以排除。首先对获得升格的开发区数量，将数量重新随机分配【表意不明，做法不清】，重复该过程500次，统计分析upgrade的系数。从图2可以看出，随机处理后系数的均值十分接近于0，且不显著，可以认为开发区升格是改变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因素，表明以上基准回归的结果是稳健的。
[image: 杨亚平图2]
图2 样本开发区升格影响因素的安慰剂检验结果

[bookmark: _GoBack]4.2.3 PSM-DID检验
考虑到开发区的设立并非完全随机的，在选址时可能会对发展潜力和技术基础较好的地区优先考虑，存在潜在的选择性偏差，这可能对估计结果产生偏误，为了验证以上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模型（PSM）结合DID方法（PSM-DID）进行匹配分析，选择经济水平、对外开放度、创业活跃度、地区科研投入强度、人力资本、金融发展规模以及产业结构作为特征变量，在匹配后利用多种回归方法进行对比，核心解释变量系数依然正向显著（见表4），表明结果是稳健的。
表4  变量的PSM-DID检验结果
	变量
	Innovation

	
	混合OLS模型
	固定效应模型
	权重不为空的样本
	满足共同支撑假设的样本
	频数加权

	upgrade
	0.517**
	0.273***
	0.235***
	0.228***
	0.270***

	
	(3.35)
	(8.25)
	(6.35)
	(6.75)
	(8.0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个
	3 091
	3 091
	2 152
	3 087
	3 495

	F值
	36.64
	565.51
	317.62
	431.54
	494.33

	R值
	0.545
	0.791
	0.797
	0.797
	0.786



4.2.4 其他稳健性检验
此外，还使用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指数【出自哪里？补标注相应的原始来源信息文献。注意不能仅以增加信息来源描述或所谓“注释”代替文献标引著录；且，如果来源为图书，还应著录具体引用页码，如为同一图书文献多次引用的，须在每次引用处标注具体引用页码】和寇宗来等[25]的创新指数分别代替被解释变量，以及将样本缩减为仅有参与申请升格的城市以及加入更多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等进行稳健性检验，以上检验结果均正向显著1）。
4.3  异质性检验
4.3.1  分区域城市的比较
我国地域间尚存在发展不平衡和资源禀赋不平衡的问题，加上地区之间存在文化制度背景差异，这些可能影响地区对开发区升格政策的理解、运用程度和工作目标的制定。东部2）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先试地区，我国较发达城市也主要分布在此，在这个区域内的城市的对外交流以及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机会更多，拥有更好的资源条件；相比较而言，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要素禀赋相对滞后，这些区域内的城市在管理水平和发展理念上相对落后于东部城市，由此可能产生创新促进效应存在地区差异。由表5可知，开发区升格对城市创新数量以及质量方面的影响相似，但对不同地区城市的影响有所区别。总体而言，无论是在创新数量还是创新质量方面上，开发区升格对于西部和东北地区城市的促进最为明显，回归系数都在1%水平下显著；；而后为中部地区，系数显著性有所下降，在5%水平下显著；对东部地区城市而言，系数虽依然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由此本研究认为，开发区“以升促建”的创新激励在数量和质量上对西部和东北地区、中部及东部地区城市有促进作用，这可能因为地区原有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因此开发区升格的边际作用更强；而东部相较于其他地区而言，其本身已具备更好的资源积累以及区位、制度优势，有着较高的创新积累，因此开发区升格对区域内城市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表5  分区域的开发区升格对所在城市创新影响结果
	变量
	Innovation1
	Innovation2

	
	东部城市
	中部城市
	西部城市
	东北地区城市
	东部城市
	中部城市
	西部城市
	东北地区城市

	upgrade
	0.013
	0.130**
	0.341***
	0.579***
	0.077
	0.129**
	0.294***
	0.729***

	
	（0.24）
	（2.49）
	（4.59）
	（6.33）
	（1.26）
	（2.01）
	（3.51）
	（5.7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个
	946
	869
	902
	374
	946
	869
	902
	374

	F值
	244.480
	111.55
	124.82
	103.49
	284.25
	124.11
	149.42
	97.76

	R2
	0.821
	0.665
	0.704
	0.725
	0.890
	0.814
	0.794
	0.811



4.3.2 不同发展水平城市的比较
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会影响其要素结构和配置，进而影响城市在创新链上的占位和主要创新类型的占比。考虑到在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中前100位的城市的发展相对领先【这个排名是哪个排名？补标引著录权威原始来源信息文献。注意不能仅以增加信息来源描述或所谓“注释”代替文献标引著录；且，如果来源为图书，还应著录具体引用页码，如为同一图书文献多次引用的，须在每次引用处标注具体引用页码】，因此将其作为领先型城市样本，再将其余的样本城市视作追随型城市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开发区升格在经济不同发展程度的城市中的影响效应。从表6可以看出，开发区升格政策只对追随型城市的创新数量和质量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领先型城市受到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由于产城融合程度较高，受到的政策激励程度相对于发展水平靠后的城市少。这也说明开发区升格对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的影响程度不同，其作用具有经济发展水平的异质性。
表6  不同经济水平样本城市的开发区升格对城市创新的影响
	变量
	Innovation1
	Innovation2

	
	领先型城市
	追随型城市
	领先型城市
	追随型城市

	
	
	
	
	

	upgrade
	0.016
	0.233**
	0.041
	0.192***

	
	（0.43）
	（6.34）
	（0.86）
	（3.9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个
	1 089
	2 002
	1 089
	2 002

	F值
	318.51
	33.28
	313.82
	50.72

	R2
	0.872
	0.630
	0.913
	0.770



4.3.3 升格次数的比较
由于不同城市的开发区获得升格的数量不同，如上海、南通、宣城等分别均有两个开发区在不同时点获得升格，天津等部分城市的开发区获得3次升格，这种政策叠加效应会对政策覆盖面及受惠群体的大小形成改变，因此分别对开发区升格次数进行区分，检验开发区升格政策的叠加效应是否会对城市创新的影响产生异质性。一是在回归分析中加入累计升格次数的一次项acc，判别升格次数与城市创新之间的效应及是否存在显著线性关系；二是加入3个升格次数虚拟变量，其中upgrade_1在获得第一和第二个升格时间段内取1，upgrade_2在第二和第三次升格时间段内取1，upgrade_3在获得第3个升格机会当年及以后取1，其余情况取0，以此反映升格次数对城市创新的影响程度变化。从表7可以看到，开发区累计升格次数的一次项系数均显著，说明开发区数量和城市创新之间表现为线性关系；从升格次数上看，随着升格数量的增加，解释变量的系数虽也随之变大，这可能是由于有了前期升格发展打下的城市和产业基础，形成对外界的良性信息甄别，使得后期升格工作后能够更高效进行，进而表现出更大程度的创新促进效应。
【表7中：用带括号序数表征的各列代表的此列特征涵义应在正文中交代清楚，或在表中改用对应的特征项名称标注需补充说明。此外，确定（2）列为同时加入了2个升格次数虚拟变量的检验结果？】
表7  开发区升格次数对样本城市创新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创新数量
	创新质量

	
	（1）
	（2）
	（3）
	（4）
	（5）
	（6）

	acc
	0.235***
	
	
	0.244***
	
	

	
	(9.37)
	
	
	(8.35)
	
	

	upgrade_1
	
	0. 182***
	0. 200***
	
	0.180***
	0.197***

	
	
	(5.52)
	(6.04)
	
	(4.64)
	(5.09)

	upgrade_2
	
	0. 603***
	0. 632***
	
	0.664***
	0.694***

	
	
	（7.93）
	(8. 30)
	
	(7.49)
	(7.81)

	upgrade_3
	
	
	0.550***
	
	
	0.562***

	
	
	
	(3.95)
	
	
	(3.4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个
	3 091
	3 091
	3 091
	3 091
	3 091
	3 091

	F值
	442.52
	391.42
	355.53
	539.75
	478.93
	433.79

	R2
	0.799
	391.42
	0.800
	0.845
	0.845
	0.845



5 机制检验
以上分析表明，开发区升格主要通过服务共享、要素共享及协同创新等产城融合的3条路径促进城市创新水平提升，对这3条路径的机制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其中，城市轨道交通里程、城市数字化水平的系数通过1%水平下的统计性检验，说明开发区升格会对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和城市数字化水平的提升产生积极作用；城市当年新设立高新技术企业的数量和新增高素质人才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开发区升格显著增强了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吸引力，且提升了对高素质人才的吸引力，使得更多高素质人才流入城市，这说明开发区升格通过畅通要素市场吸引企业和人才集聚，从而刺激城市创新水平的提高；校企联系和技术合作的系数均为正显著，表明开发区升格使得校企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地区技术转让活动增加，促进地区的协同交流合作，这种积极影响最终提高了城市创新水平，例如谢文栋[26]、张杰等[27]、侯新烁等[28]、姚常成等[29]、罗雪等[30]、邱楚芝等[31]、何小钢等[32]、初帅等[33]、张秋明等[34]的研究均分别论证了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数字化水平、基础设施网络、企业集聚、高质量人力资本、产学研协同创新对城市创新能力或创新水平的积极作用，结合上述实证结果，可以推断开发区升格通过促进基础设施共享、便利要素畅通和提升产学研协同创新水平促进产城融合程度提高，进而提升城市创新水平，验证了假说2。
表8  开发区升格对城市创新影响的路径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基础设施
	要素畅通
	协同创新

	
	轨道交通里程
	数字化水平
	新设高新企业数
	高素质人才流入
	校企联系
	技术合作

	upgrade
	0.265***
	0.167***
	0.295***
	0.255**
	0.233**
	0.151**

	
	（6.28）
	（5.62）
	（8.70）
	（255）
	（1.95）
	（3.1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3 113
	2 490
	2 717
	2 157
	2 815
	2 769

	F值
	162.50
	165.51
	393.45
	108.78
	28.83
	97.72

	R2
	0.462
	165.51
	0.752
	0.411
	0.527
	0.585



6 结论与建议
开发区建设是带动区域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发展策略，通过引导和促进其创新发展，有助于夯实地区经济发展基础和注入高质量发展动力。本研究采用动态DID模型检验开发区升格为国家级开发区对于城市创新的边际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开发区升格对于城市创新水平具有积极促进作用，且这一结果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等多种稳健性检验；进一步对城市创新类型进行细化发现，开发区升格对城市创新质量的提高有更明显的作用，其中从地区和城市发展水平来看，开发区升格对于西部、东北地区和中部的城市的正向作用明显，对于经济发展追随型城市的促进作用也要强于领先型城市；此外，开发区升格会提高产城融合程度，使得城市功能与产业发展间的关系更加协调，通过优化和完善城市功能有助于拉动城市创新，从而促进城市创新水平的提高。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以下两点政策建议：
（1）鼓励经济综合实力领先、产业集聚明显、创新能力较强的省级开发区积极申请升格为国家级开发区。各地方政府特别是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城市要加快推进开发区升格工作，在产业规划、用地指标、重大项目实施、城市建设【含括前面几项了】等方面为开发区升格创造发展条件，发挥开发区升格对提升城市创新水平的积极作用。
（2）引导实现开发区升格的城市“以升促建”，加快产城融合和产城互促。不断完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价办法，引导地方政府将城市发展建设与开发区建设相结合，坚持产城互促，设计产城匹配的发展路径。地方政府要加大投资力度，提高开发区公共基础设施配套，加快实现城市新基建等服务共享，通过产业集聚和城市功能设施完善，吸引资本、技术和人才等创新要素集聚；加大基础性和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和技术中心支持力度，促进技术共享和知识溢出；采用“揭榜挂帅”等方式提升产学研合作水平，积极引入各类科技创新平台和中介机构，为创新主体协同创新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注释：
1）限于篇幅，其他稳健性结果备索。
[bookmark: _Hlk124355348]2）根据【什么？】，将我国的30个省级行政区划分为四大经济区域。东部包括：【哪些省份？】；中部包括：【哪些省份？】；西部包括：【哪些省份？】；东北地区【哪些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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